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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及其影响
因素

沈　 威，鲁丰先，秦耀辰∗，谢志祥，李　 阳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 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摘要：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我国的典型生态敏感区和重点开发区，科学评价其生态承载力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

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结构特征出发，选择状态空间法从社会经济协调力、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三个维度构建

了城市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深入分析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

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数总体呈波

动上升的“Ｗ”型走势，社会经济协调力维度呈波动下降的趋势，而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维度整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
②从空间格局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与异质性，环洞庭湖地区和环鄱

阳湖城市群地区形成两大高值集聚区，而在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域形成两大低值集聚区；③社会发展水平、城
镇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效率、资源供给状况和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等要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空间

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影响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
关键词：城市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影响因素；长江中游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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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城镇化率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９％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６．１％，城镇化率

增长了 ３．１３ 倍，年均增长率达 １．０３ 个百分点。 但是城市人口和面积的快速增长对不同区域尺度上的土地利

用 ／覆被、生物多样性、水文系统、局部气候等均产生了显著影响，我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付出了较大的资源和

环境代价［１］。 由于城镇发展的不可逆性，为了引导城镇科学和健康的发展，就有必要根据城市发展现状和发

展态势评价城市生态系统的综合支撑和发展能力，然后找出制约其综合支撑和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并在此

基础上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调控政策和措施。 生态承载力是一个衡量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

和对生态环境干扰强度的重要测度指标，也是判断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２］，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

学者的持续关注［３⁃６］。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学者们对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关注和讨论主要聚焦于生态承载力的指标体系构

建与评价方法、空间评价与空间耦合、影响因素、以及预测分析等四个方面。 从生态承载力的指标体系构建与

评价方法上看，伴随着生态承载力概念和内涵的发展，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逐渐丰富，针对不同问题角度

和研究侧重点的评价方法也不断改进和完善，主要方法包括人类净初级生产力估算法（ＨＡＮＰＰ） ［７⁃８］、生态足

迹法［９⁃１１］、状态空间法［１２⁃１３］、系统模型法［１４⁃１７］、综合评价法［１８⁃１９］、生态系统服务消耗评价法［２０］ 等，评价方法呈

现多元化、综合化的特点［１３］。 从生态承载力空间评价与空间耦合上看，多利用综合空间评价方法［２１⁃２２］、空间

自相关方法［９，１３］从空间尺度或多个时间节点尺度上对各类典型区域生态承载力及其各维度承载能力的空间

分布特征进行评价；也有学者尝试对生态承载力各维度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估算和空间表达［１３］，以揭示生

态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协调水平。 在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已有成果多侧重空间分析，而较少关

注影响因素分析，已有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传统的相关系数分析法［１９］、因子分析法［２３］、多元线性回归模型［２４］

等。 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承载力的预测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多利用马尔科夫模型（Ｍａｒｋｏｖ）进行时间尺度

上的生态承载力预测研究［２５⁃２７］，而较少开展空间尺度上的生态承载力预测模拟研究，这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

要关注的方面。
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深化了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内涵、拓展了生态承载力的研究视角，对于深刻认识各类典

型区域生态承载力格局及其演化机理，进而优化地区生态承载力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但从目前研究进展来

看，已有生态承载力研究大多侧重于空间格局的静态评价，缺少基于面板数据的生态承载力时空动态演变分

析，有关时空动态预测研究也相对较少；已有研究的评价指标选取多侧重自然要素，较少考虑社会发展进步、
资源的消耗水平、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等因素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整体承载能力的影响，指标选取范围有待进

一步拓展；传统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忽略了影响因素对研究单元作用的空间异质性，难以充分展现各影响因素

对不同研究单元的影响水平。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担负着重要生态污染防治责任

的特殊生态敏感区，同时也是我国长江流域中人口最密集、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最高、生态环境问题最严峻

的地区之一，目前对城市生态承载力局部时空动态演变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深入。 基于此，本文以长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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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城市群市域单元为空间分析尺度，基于多元数据构建了城市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自

相关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ＧＷＲ）探究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城市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变格局和影响因素，重点揭

示影响因素对各研究单元影响的空间差异性，有利于揭示区域城市生态承载力差异的内在原因，明确区域城

市生态承载力所处发展阶段和制约因素，对引导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它地处

我国长江流域中段，覆盖湖北、湖南和江西省共 ３１ 个地级市和部分县（区），范围为 ２６°０３′—３２°３８′Ｎ，１１０°
４５′—１１８°２１′Ｅ，总面积约占 ３２．６ 万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约在 ８００—１９４３ｍｍ，海拔高

度在 ２０—３１０５ｍ 之间。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以平原为主，土壤肥沃，水资源非常丰富，区域内拥有鄱阳湖、洞
庭湖、汉江、清江等众多江河湖泊，水热组合条件较好，农业资源丰厚，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 另一方

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包含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作为赣鄂湘三省的人口密集区域和

社会经济发展的集聚地区，分别承载了各省经济总量的 ６０％以上，该地区作为打造沿江集聚产业带的重点地

区，近年来重化工业过度集聚和粗放低效的资源利用方式使得水资源的消耗量和污水的排放量都非常巨

大［２８］，鄱阳湖、洞庭湖、洪湖等重点湖泊富营养化加剧、水环境容量降低等问题也逐渐凸显，总体上区域城市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压力和水生态安全问题都较为突出；此外，区域内土地资源较为丰富，但土地生

态比较脆弱，土地城镇化和产业发展背景下土地水土流失和污染比较严重。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

鉴》、《湖南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统计年鉴，土地利用 ／覆被数据（包括江西省、湖北省

和湖南省）源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 基于

相关年份土地利用 ／覆被数据，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 脚本进行批量分割、转化和提取，进而分区统计各研究单元的森林

和湿地数据。 此外，水资源总量、耕地总面积、城乡居民收入等部分缺失指标的数据由水资源公报和地级市统

计公报获得。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城市生态承载力尚没有统一的定义，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２１⁃２３，２９］，将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定义

为：在特定时期和一定压力水平下，城市生态系统能维持其自身健康、协调发展的承载能力，主要表现为城市

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子系统产生的协调能力、资源环境子系统维持系统健康运行提供的支撑能力、以及生态

调弹性力子系统达到某一适宜目标的调节能力和发展潜力。 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结构特征出发，以
人类自身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为脉络，并在充分考虑长江中游地区资源环境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由社会经济

协调力子系统、资源环境支撑力子系统和生态弹性力子系统等 ３ 个子系统、９ 个准则层和 １８ 个具体指标组成

的城市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
在指标数据处理时，为了消除指标间可能存在的量纲和量级的差别，需要将指标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和

标准化处理。 首先对逆向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其中逆向指标正向化处理参考已有正规化转化方法［３０］，并对

该公式进行改进，使得正向化后的值压缩在 ０，( １ ] 之间。 逆向指标的正向化处理公式为：

ｘｚ
ｉｊ ＝

ＭＡＸ ｘｉｊ( ) － ｘｉｊ

ＭＡＸ ｘｉｊ( ) － ＭＩＮ ｘｉｊ( )
＋ ０．００１ （１）

式中： ｘｉｊ 为原始指标值， ｘｚ
ｉｊ 为原始指标的正向化值， ＭＡＸ ｘｉｊ( ) 为第 ｊ 个年份第 ｉ 个指标的最大值，

３　 １１ 期 　 　 　 沈威　 等：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ＭＩＮ ｘｉｊ( ) 为第 ｊ 个年份第 ｉ 个指标的最小值。 正向指标标准化采用最大值与最小值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
考虑到本文指标数据是基于行政单元统计的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指标，评价指标权重采用熵权法确

定［１３，１９］。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能够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使评价结果具有客观性和较高的可

信度［３１］。

表 １　 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系统层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ｙｅｒ

子系统层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ｙｅｒ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层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指标性质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ｘ

城市生态承载力 社会经济协调力 社会进步因子 城乡人均收入比 逆向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子系统 人均公路客运量 正向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正向

人口发展因子 人口密度 逆向

经济发展因子 城镇化率 逆向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逆向

人均 ＧＤＰ 正向

产业结构因子 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 正向

资源环境支撑力 资源供给因子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正向

子系统 人均耕地面积 正向

环境治理因子 工业烟（粉）尘处理率 正向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正向

生活污水处理率 正向

生态弹性力子系统 生态弹性因子 森林占辖区面积比重 正向

湿地占辖区面积比重 正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正向

生态潜力因子 人均科学技术投入 正向

２．２．２　 状态空间法

状态空间法是欧氏几何空间中用于定量描述系统状态的一种有效方法，一般由表示系统各要素状态向量

的三维状态空间轴组成，在三维状态空间中，每一个点都表示一定时间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状况的

空间组合，通过点的位置就可以判断系统的一个特定的承载状态［１３］。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１８，３２］，结合长江中游地区特殊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和资源背景，将三维状态空间轴分别定义为社会经

济协调力轴、资源环境支撑力轴、生态弹性力轴，从而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评价模型。 模型计

算公式为：

ＥＣＣ＝ Ｍ ＝ ｗ１ｊ ＳＥＣ ｊ( ) ２ ＋ ∑
ｎ

ｊ ＝ １
ｗ２ｊ ＲＥＣ ｊ( ) ２ ＋ ∑

ｏ

ｊ ＝ １
ｗ３ｊ ＥＥＦ ｊ( ) ２ （２）

上式中：ＥＣＣ 为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 Ｍ 为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空间向量的模； ＳＥＣ ｊ 为社会经济协调力的第

ｊ 个指标在空间坐标轴上的投影； ＲＥＣ ｊ 为资源环境支撑力的第 ｊ 个指标在空间坐标轴上的投影； ＥＥＦ ｊ 为生态

弹性力的第 ｊ 个指标在空间坐标轴上的投影； ｗ１ｊ 、 ｗ２ｊ 、 ｗ３ｊ 分别为 ＳＥＣ、ＲＥＣ、ＥＥＦ 子系统中的第 ｊ 个指标的权

重；ｍ、ｎ、ｏ 分别为 ＳＥＣ、ＲＥＣ、ＥＥＦ 子系统中的指标数。
２．２．３　 空间自相关

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ＳＤＡ）是针对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的研究数据，
以检验相临近单元的观测值是否具有空间关联为重点，提供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可视化技术的集

合［３３］。 常用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统计量作为测度全局空间关联度的统计量，用于分析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和空间

差异程度，而用局域关联指标 ＬＩＳＡ 来表示局部空间自相关，以此来揭示要素的异质特性。 全局自相关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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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

Ｉ ＝ ｎ
ｓｏ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ｘｉ － 􀭰ｘ）（ｘ ｊ － 􀭰ｘ）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３）

式中：ｎ 为地区总数； ｘｉ ， ｘ ｊ 分别为空间单元 ｉ 和 ｊ 的观测值； ｗ ｉｊ 是空间权重矩阵，用来揭示各要素之间的空间

联系； ｓｏ 是所有空间权重的聚合， ｓｏ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１，１］。

全局空间自相关虽然能够对观测变量整体空间依赖程度进行测度，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空间的局部不平

稳。 因此，为进一步探讨局部空间关联特征，引入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分析。 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Ｉｉ ＝ Ｚ ｉ∑
ｎ

ｉ ＝ １
ｗ ｉｊ Ｚ ｊ （４）

式中： Ｚ ｉ 和 Ｚ ｊ 分别为空间单元 ｉ 和 ｊ 观测值标准化后的数值； ｗ ｉｊ 是空间权重矩阵，用来揭示各空间单元之间

的空间联系。
２．２．４　 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系统中承载基体与承载对象的关系复杂且互动性强，因此城市生态系

统承载力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参考城市生态承载力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研究成果［１９，３４－３５］，同时考虑影

响因素指标数据的综合性、科学性和可获取性，将城市生态承载力作为因变量，分别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居

民收入水平、人口规模、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状况、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生态环保观念等 ７ 个方面选取变量构建

模型（表 ２），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城市生态承载力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表 ２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类型
Ｔｙｐｅ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计算方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社会发展水平 医疗卫生水平（Ｈｅａｌｔｈ） 卫生技术人员总数 ／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ＵＲ－Ｒａｔｉｏ）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Ｉｎｃｏｍｅ）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口规模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人口密度（ＰＤｅｎ） 年末常住人口 ／ 辖区土地面积

经济发展效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单位 ＧＤＰ 能耗（ＥＣＧＤＰ） 总能耗（吨标准煤） ／ ＧＤＰ 总值（万元）

资源供给状况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ｌｅｖｅｌ 人均水资源量（ＷＲｅｓｏｕｃｅｓ） 水资源总量（ｍ３） ／ 年末常住人口（人）

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ｅｖｅｌ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 市域全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生态环保观念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万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数（ＥＰｒｏ）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数 ／ 年末常住人口

关于影响因素变量选取，主要基于以下假设：（１）社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程度，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可对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对城市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２）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这将显著增加地区城市生态系统的

能源资源供给压力和生态环境调节压力，从而对城市生态承载力产生负向影响。 （３）人口密度的增长需要从

区域内或外界获取维持其生存发展的物质和能源也相应增多，这必然会增加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压力，对城

市生态承载力产生负向影响；（４）经济发展效率越高，资源环境的综合利用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就越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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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提高；（５）资源供给水平作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基础性要素［２３］，其供给水平都有可能

制约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从而对城市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产生正向影响；（６）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和生态

环保观念对城市生态系统都起到了生态弹性力和污染抑制力作用，对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

作用。
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在自变量空间特征及其“全局”估计上存在局限性［３６］，因此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市

域为基本研究单元，综合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ＧＷＲ）来评价上述影响因子在整

体及不同地区对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影响，以便更加直观的反映城市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衡性

及其变化趋势。 假定有 ｉ ＝ １，２，…，ｍ 、 ｊ ＝ １，２，…，ｎ 的系列解释变量观测值 ｘｉｊ 和被解释变量 ｙ ｊ ，全域回归模

型如下：

Ｙ ｊ ＝ β０ ＋ ∑
ｎ

ｊ ＝ １
β ｊ ｘｉｊ ＋ εｉ ｉ ＝ １，２，…，ｍ；ｊ ＝ １，２，…，ｎ( ) （５）

式中： ε 为误差项， β０ 为回归常数。 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扩展了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其回归系数不再是利用

全域信息获取的假定常数 β０ ，代之以邻近观测值的子样本数据信息进行局域回归估计而得，并随着空间地理

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公式如下：

Ｙｉ ＝ β０（Ｓｉ，Ｔｉ） ＋ ∑
ｎ

ｊ ＝ １
β ｊ（Ｓｉ，Ｔｉ） ｘｉｊ ＋ εｉ （６）

式中： Ｙｉ 为市域单元 ｉ 的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数； （Ｓｉ，Ｔｉ） 是第 ｉ 个市域单元的中心地理位置坐标； β ｊ（Ｓｉ，Ｔｉ） 是

ｉ 点上第 ｊ 个回归参数，由 ｉ 点的空间位置决定； ｘｉｊ 为各影响因素 ｘ ｊ 在 ｉ 点的样本数值。 模型计算过程中选用

修正的赤池信息准则（ＡＩＣｃ）来确定最佳带宽［３７］。

３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

　 图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各子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

力时间演变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３．１　 城市生态承载力时间序列演变特征

由图 １ 可知，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

生态承载力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Ｗ”型走势。 从长

江中游城市群包含的各子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数

的时间变化特征来看，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

指数均呈现波动上升的“Ｗ”型走势，而环长株潭城市

群和武汉城市群则呈现出波动上升的“Ｍ”型趋势。 对

比三个子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能力，环鄱阳湖城市群整

体承载能力最优，环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次之。
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

各维度的承载状况及演变特征来看（图 ２），社会经济协

调力承载指数整体高于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
研究时段内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研究时段内

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和建设

用地的不断扩张导致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承载压力不

断增加，因而社会经济调节力整体有所下降。 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承载指数整体呈波动上升的趋

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污染治理力度的逐渐提高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生态系统的资

源环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 虽然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社会经济协调力承载指数整体有所下降，但得力于资源环

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的不断提高，因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数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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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及各维度承载状况时间演变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３．２　 城市生态承载力空间格局演化

为了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引入空间自相关分析方

法对其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３．２．１　 全局空间自相关演变特征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地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 软件计算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

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全局自相关系数（表 ３）。 从全局自相关的分析结果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

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值呈波动下降的态势，Ｚ 值均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长江中

游城市群市域城市生态承载力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向自相关关系，即市域城市生态承载力呈现出若干

市域单元相似属性值在特定空间区域上趋于集聚分布的规律特征。 具体表现为具有较高城市生态承载力的

市域单元之间趋于相互临近集聚，具有较低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市域单元之间趋于相互临近集聚。

表 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全局自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份
Ｙｅａｒ

全局自相关系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Ｚ⁃ｓｃｏｒｅ Ｐ⁃ｖａｌｕｅ

年份
Ｙｅａｒ

全局自相关系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Ｚ⁃ｓｃｏｒｅ Ｐ⁃ｖａｌｕｅ

２００６ ０．７２１８ ７．１４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０．６７５７ ６．６５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０．７１３２ ７．０５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６３０８ ６．２３８９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０．７５４５ ７．４２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０．５７９６ ５．８２２６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０．７２４７ ７．１４１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０．５９８３ ５．９２３７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６２２５ ６．２１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０．５９８１ ５．９１５２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２　 局部空间自相关及演变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仅是从整体上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城市生态承载力空间自相关的全局评估，存在

着忽略空间过程不稳定性的缺陷［３６］。 因此为了细致刻画长江中游市域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局部空间关

联特征，有必要引入局部空间自相关。 借助 ＧｅｏＤＡ 软件分别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数进行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分析，根据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散点图，可构建出反映市域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数空间

分布差异的四种局域空间集聚类型，即 ＨＨ、ＬＨ、ＬＬ 及 ＨＬ 四种类型区，其中 ＨＨ（ＬＬ）区表示地区自身与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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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承载力均较高（低），ＬＨ（ＨＬ）区表明地区自身承载力均较低（高），而相邻区域承载力均较高（低）。
为了比较分析，选取市域单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三个时间截面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数进行局部空间自

相关分析，并结合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散点图（图 ３）进行局部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结果如图 ３ 所示，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单元以 ＨＨ 类型和 ＬＬ 类型等空间正相关关系类型为主，ＨＨ 类型区集中分

布在城市群西部和东南部地区，ＬＬ 类型区集中分布在城市群西南部和东北部地区，ＨＬ 和 ＬＨ 类型区分布数

量相对较少。 此外，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三大子城市群之间的承载力差异较大，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三大子城市

群内部地市之间的差异也相对较大。 从具体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来看：

图 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空间格局演变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ｓ ｈｏ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ｄ ｓｐｏ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ＨＨ 类型区多为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较强的城市，２００６ 年主要分布于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以
及环洞庭湖地区；２０１０ 年 ＨＨ 类型区分布范围向环长株潭城市群内的洞庭湖区、赣西南地区以及鄂中地区扩

展，在环洞庭湖地区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两大区域形成高值集聚区；２０１５ 年 ＨＨ 类型区分布范围继续向环鄱阳

湖城市群中北部地区扩展，但赣西南地区的 ＨＨ 类型区数量有所减少，其他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不变。
ＨＬ 类型区分散分布于城市群区域内，研究时段内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 宜昌市、益阳市和景德镇市由

ＨＬ 类型逐渐转变为 ＨＨ 类型。 长沙市得益于较强的社会经济调节力，其城市生态承载力高于相邻的环长株

潭城市群南部的湘潭市、娄底市、株洲市和萍乡市，出现空间极化现象。 而武汉市虽在 ２００６ 年处于武汉城市

群地区的高值区，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转变为 ＬＬ 类型区，原因在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其城市生态系统面

临着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等多重承载压力，因此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有所下降。
ＬＨ 类型区多处于高承载力城市与低承载力城市之间，２００６ 年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部、襄荆宜

城市带北部以及赣东地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部的 ＬＨ 类型区分布范围有所收缩，ＬＨ 类型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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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格局开始趋于离散化。 环鄱阳湖城市群东部的上饶市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ＬＨ 类型转变为 ２０１０ 年的 ＨＨ 类

型，表明上饶市城市生态承载力提升明显。
ＬＬ 类型区多为社会经济协调力和资源环境支撑力较弱的城市，２００６ 年主要分布于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

潭城市群核心区域，形成两个南北遥相呼应的低值集聚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ＬＬ 类型区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不变。
究其原因发现， 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域作为快速城镇化地区，人口快速集聚和城镇建设用地

快速扩张导致区域社会系统人口承载压力增大、资源快速消耗、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引起城

市生态系统承载力的下降。

４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分析

４．１　 基于 ＯＬＳ 模型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

首先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被解释变量和各项影响因素指标进行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处理，然后

运用容差和膨胀因子（ＶＩＦ）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所有解释变量的容差＞０．１ 且膨胀因子 ＶＩＦ＜１０（表 ４），
说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ＯＬＳ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表 ５），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模型整体均通

过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拟合优度分别为 ６４．６％和 ７１％，说明所选解释变量在 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１５ 年两个节点年

份均能较好的解释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城市生态承载力整体空间差异格局。

表 ４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ＯＬＳ 模型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Ｂｅｔａｉｎ ｔ Ｓｉｇ． ＶＩＦ Ｂｅｔａｉｎ ｔ Ｓｉｇ． ＶＩＦ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ｔｅｒｍ ０．１１１ １．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４７８ ２．８２１ ０．０１１ ２．２５１ ０．３４８ １．７８５ ０．０９０ ３．６６０

ＵＲ－Ｒａｔｉｏ ０．１１９ ０．７５６ ０．４５９ １．９５１ －０．２７７ －１．９６４ ０．０６４ ３．６９１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１０３ －０．５９９ ０．５５６ ２．３３３ －０．３９９ －２．０４０ ０．０５５ １．９２２

ＰＤｅｎ －０．３３０ －１．９３２ ０．０４８ ２．２８７ －０．２８２ －１．８５５ ０．０７９ ２．２２６

ＥＣＧＤＰ －０．５８８ －４．１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６１６ －０．３２３ －２．６７０ ０．０１５ １．４１４

ＷＲｅｓｏｕ ０．１６３ ０．９３４ ０．３６２ ２．４０３ ０．５１９ ２．６７６ ０．０１５ ３．６２３

Ｐ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３６５ ２．４９０ ０．０２２ １．６８４ ０．５７１ ４．８７２ ０．０００ １．３２４

ＥＰｒｏ －０．０８０ －０．３９２ ０．６９９ ３．２７３ ０．１４６ ０．９５５ ０．３５２ ２．２６２

ＡＩＣｃ ７１．６８ ６５．９４

Ｒ２ ０．７５８ ０．８０３

Ａｄｊｕｓｔ Ｒ２ ０．６４６ ０．７１０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７．４３１ ９．６６１

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口密度、单位 ＧＤＰ 能耗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通

过了 ５％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作用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 具体来看，社会医疗卫生水平和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对城市生态承载力具有正向影响。 而人口密度和单位 ＧＤＰ 能耗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能源资源的

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污染，增加城市生态系统的供给压力和代谢压力，从而对城市生态承载力产生负向影响。
２０１５ 年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除每万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数变量外其他变量均通过 １０％显著性水

平检验，且作用方向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详细来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变量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变量转

变为显著影响因素，医疗卫生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有所减弱但依旧显著，说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生活

水平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口密度和单位 ＧＤＰ 能耗对城市生态承载

力的负向影响依旧显著，人口承载压力和经济发展效率对城市生态承载力的间接制约作用将会长期存在。 资

源供给水平和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对区域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显著影响逐渐显现，地区资源供给水平和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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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水平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和环境容量产生着直接影响，因而与区域城市生态承载力之间存在

较强的依赖性。
４．２　 基于 ＧＷＲ 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 软件中的空间关系建模模块，构建 ＧＷＲ 模型分别对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市域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数及其影响因素变量进行拟合分析，其中每万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数（ＥＰｒｏ）
变量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不显著，未纳入 ＧＷＲ 模型。 结果如表 ７ 所示，两个年份的模型拟合优度分别为 ０．６８０５
和 ０．７３０８，ＡＩＣｃ 分别为 ６６．９７ 和 ６１．３３。 比较 ＯＬＳ 模型分析结果（表 ４）和 ＧＷＲ 模型分析结果（表 ５）可以发

现，ＧＷＲ 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 ＯＬＳ 模型。 根据 Ｆｏｒｔｈｅｒｉｎｇｈａｍ 等人的评价标准，若 ＧＷＲ 模型与 ＯＬＳ 模

型的 ＡＩＣｃ 差值大于 ３，就可以说明前者比后者模拟效果好。

表 ５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的 ＧＷＲ 模型拟合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模型参数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模型参数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６５７０７８５ ６５７０７８５ Ｒ２ ０．７７６１ ０．８１３４

ＡＩＣｃ ６６．９７ ６１．３３ Ａｄｊｕｓｔ Ｒ２ ０．６８０５ ０．７３０８

进一步对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ＧＷＲ 模型分析结果中的标准化残差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表 ６），两个节点年份标准化残差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值分别为－０．０９４７ 和 ０．０３０６，Ｚ 值分别为－０．４４５２ 和 ０．
５１２６，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标准化残差未出现空间聚类现象，呈随机分布，ＧＷＲ 模型整体高度适用。

表 ６　 标准化残差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全局自相关系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Ｚ⁃ｓｃｏｒｅ Ｐ⁃ｖａｌｕｅ

年份
Ｙｅａｒ

全局自相关系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Ｚ⁃ｓｃｏｒｅ Ｐ⁃ｖａｌｕｅ

２００６ －０．０９４７ －０．４４５２ ０．６５１６ ２０１５ ０．０３０６ ０．５１２６ ０．６０８２

４．３　 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为了展示各影响因素对城市生态承载力作用的空间异质特征，综合考虑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各解释变量的

显著性和作用强度，选取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单位 ＧＤＰ 能耗、人均

水资源量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等 ６ 个指标，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的空间可视化功能分别刻画社会发展、居民生

活消费、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状况和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等要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城市生态

承载力作用的空间分异格局（图 ４）。
（１）社会发展水平。 医疗卫生水平对城市生态承载力具有正向影响。 ２００６ 年，医疗卫生水平影响的高值

区域主要集中在襄荆宜城市带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其次为武汉城市圈西部地区，作用强度呈现出显著的

空间异质特征。 ２０１５ 年，医疗卫生水平影响的高值区域向城市群东南部地区偏移，表明襄荆宜城市带地区城

市生态承载力对社会发展水平的依赖度有所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１５ 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和洞庭湖地

区成为社会发展水平影响最大的地区，可能的原因是在近年来环鄱阳湖地区和洞庭湖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的实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３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的推进下，区域逐渐转变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由发展经济为主导逐渐向

综合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民生保障等可持续发展层面过渡，其社会发展水平大大提升，从而对城市生态承

载力的提升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２）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城市生态承载力具有负向影响，该因素对城市生态承载

力影响的空间异质特征较为规律，两个年份均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分布特征。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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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增加，从而增加城市生态系统的资源能源供给压

力和生态环境调节压力，对城市生态承载力产生负向影响。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对各市域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影

响分布特征，原因主要在于各市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水平。 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部和东南部地区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处于较低水平，但其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东南

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１１．３２％，年平均增长率超过其他地区，其中新余市、鹰潭市、
吉安市、九江市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 １３．４１％、１２．０１％、１１．８９％、１１．５８％。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在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对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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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基于 ＧＷＲ 模型的城市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ｂａｓｓｅｄ ｏｎ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３）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态承载力有负向影响，影响强度整体呈现出东部大于西部的东西差异

格局。 ２００６ 年，人口密度影响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鄂南地区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２０１５ 年，人口密度影响

的高值区向襄荆宜城市带、赣西及赣南地区偏移。 人口密度对地区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影响机制是通过人口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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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压力间接作用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从而对城市生态承载力产生负向影响。 人口密度对各市域城市生态承

载力的影响分布特征，原因主要与人口流动有关。 武汉、长沙等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卫星城市（城市生态承载

力低值区）等快速城镇化地区以人口集聚为主，地区人口密度增加较快，而鄂北、赣西及赣南地区（城市生态

承载力高值区）作为劳动力输出地，跨省市人口外流现象突出，区域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因此人口密度对城市

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强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４）经济发展效率。 单位 ＧＤＰ 能耗对城市生态承载力具有负向影响，两个年份均呈现出较为规律的西

北低、东南高的南北差异特征，说明经济发展效率对西北部地区的正向促进作用较小，而对东南部地区的正向

促进作用较大。 这种空间差异特征主要与各市域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工密切关联。 经济发展效率对城市生

态承载力影响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环洞庭湖片区及环鄱阳湖片区，其中省会城市经济发展以第三

产业为主导产业，环洞庭湖片区和环鄱阳湖片区城市受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约，产业布局以绿色环保型产业

为主，因此该地区经济发展效率均较高；经济发展效率对城市生态承载力影响的低值区主要集中在鄂湘赣三

省省会周边地区，该地区由于工业基础较差和承接省会核心城市“三高”产业转移等缘故，导致其一二产业比

重较高，经济发展效率相对较低。 以 ２０１５ 年为例，省会武汉、长沙、南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达到 ５１．０２％、４５．
０６％、４１．２２％，而三个省会周边低值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平均值则分别只有 ３３．０９％、３５．６６％、３５．７７％。

（５）资源供给状况。 人均水资源量对城市生态承载力具有正向影响，两个年份的空间影响格局变化较

大。 ２００６ 年自然资源状况的空间影响格局呈现出显著的南北差异特征，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湘南、环洞庭湖

片区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说明丰富的自然资源水平对湘南、环洞庭湖片区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城

市生态承载力的提升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２０１５ 年自然资源状况的回归系数整体提升显著，说明自然资

源状况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体影响在增加；鄂中地区和三大子城市群核心区域超越环洞庭湖片区及环鄱阳

湖城市群地区，成为自然资源状况影响最大的区域。 究其原因，随着三大子城市群核心区域的经济崛起，区域

内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将导致能源资源消耗水平急剧增加，自然资源水平成为制约地区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核

心影响因素。 近年来，鄂中地区的襄阳和宜昌着力打造建设成为湖北省两大副中心城市，襄荆宜城市带整体

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协调力大幅提升，该区域丰富的资源供给成为促进区域整体承载能力提升的关键。
（６）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对城市生态承载力具有正向影响，两个年份的空间影响格

局变化较大。 ２００６ 年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影响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环洞庭湖地区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
２０１５ 年各市域回归系数整体增幅明显，高值区向襄荆宜城市带和武汉城市圈地区偏移。 从影响机制来看，环
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能对地区城市生态系统产生直接的“环境效益”，从而推动地区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提

升。 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对各市域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分布特征，是与各市域的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直接相关

的。 结合图 ３ 可知，２０１５ 年襄荆宜城市带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属于高承载力区域，因此该区域属于高环保

收益型区域，而武汉城市圈地区属于低承载力区域，因此属于低环保收益型区域。 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对城市

生态承载力产生直接的拉动效应，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的主导因素之一。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结论

本文选用状态空间法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综合指标体系，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面板数据，
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并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等空间分析方法及计量模型，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深入探讨其

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主要结论为：
（１）从时间序列演变特征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

“Ｗ”型走势；三个子城市群中，环鄱阳湖城市群整体承载能力最优，环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次之。 各

维度间，社会经济协调力承载指数整体高于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研究时段内社会经济协调力呈波

３１　 １１ 期 　 　 　 沈威　 等：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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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下降的趋势，而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承载指数整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
（２）从空间关联格局及演变特征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表现出显著的空间

关联性与异质性，空间关联类型以 ＨＨ 类型和 ＬＬ 类型等正相关类型为主。 ＨＨ 类型区多为资源环境支撑力

指数和生态弹性力指数较高的城市，研究时段内由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和环洞庭湖地区向赣西南地区和鄂中

地区扩展，在环洞庭湖地区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两大区域形成高值集聚区。 ＬＬ 类型区多为社会经济协调力指

数和资源环境支撑力指数较低的城市，研究时段内主要集中分布于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域，
形成两个南北遥相呼应的低值集聚区。

（３）ＯＬＳ 定量模拟发现，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效率、资源供给状况和环

境污染治理水平对城市生态承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ＧＷＲ 模型检验结果表明，特定要素对不同地区城市生态

承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效率、资源供给状况和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与

城市生态承载力呈正相关，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密度与城市生态承载力呈负相关，各区域内影响强度具

有一定差异性和敏感性。 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城市生态承载力的主导影响因素为社会发展水

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水平；襄荆宜城市带受人口密度、资源供给状况和环境

污染治理水平等因素影响最为显著；省会城市及省会周边地区受经济发展效率因素影响最为显著，但作用方

向相反；三大子城市群核心区域则受自然资源状况因素影响较深。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资源供给状况和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对经济欠发达区域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敏感性明显增强。
５．２　 讨论

（１）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综合的和具有耗散结构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本文选用

状态空间法基于对地观测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多元数据从宏观尺度上构建了多维度、多指标的城市生

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弥补了中微观尺度研究中评价指标缺乏全面性的弊端。 此外，城市生态系统在

运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动态正负反馈的状态，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外界都不断地进行着物质流动、能量

流动、信息流动和人口流动，但本文在对城市生态承载力核算过程中忽视了系统中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空

间单元间的要素流动，同时也忽略了城市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及其功能对城市生态承载力的传导作用，这是本

研究存在的不足。
（２）本文从社会发展、城镇居民收入、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和环保观念等视角对城市生态承载力影响因

素要素进行选取，并详细分析了特定要素对不同地区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但因指标量化及数据获取难度

较大，故尚未关注政策等因素对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因此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还有待完善；另外，居民生态

环保观念变量的定量衡量由于主观性较强，还需要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获取详细数据，才能更准确的从居民

环保观念的视角剖析该因素对地区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影响，这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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